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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社会风险频发， 公共危机受到高度关注。 公共危机需要协同应对， 但风险感知差异可能

阻碍协同应对。 分析显示， 风险感知差异表现为识别差异、 解释差异和评价差异。 风险感知差异主要是由

于不同主体间基于主体角色不同而导致的。 风险感知差异虽然可能衍生多样化应对策略， 但会削弱协同倾

向、 滞缓协同应对和损害持续投入。 应通过管控风险差异促进危机应对的全面协同， 包括寻求风险感知的

深层一致作为协同应对基础、 针对风险感知求同存异以最大化协同应对阵容、 吸取先前风险感知经验加速

协同应对决策等。

［关键词］ 公共危机； 风险感知差异； 协同应对； 差异管控

［中图分类号］ Ｂ ８４９； Ｃ ９１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８８９Ｘ （２０２３） ０１⁃００１７⁃０６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

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 “进入新发

展阶段， 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

遇， 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 是危机并存、 危中有

机、 危可转机。”［１］公共危机是在社会运行过程中，
由于自然灾害、 社会运行机制失灵而引发的， 可能

危及公共安全和正常秩序的危机事件。 公共危机始

终伴随人类社会发展， 社会发展每前进一步， 危机

风险便多增加一分， 因此有效应对公共危机是现代

社会治理的关键任务。 人类风险应对的经验显示，
风险应对始于风险感知， 成于协同行为， 但风险感

知差异往往对协同行为带来阻碍。 公共危机的风险

感知差异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既不能任由这种差

异阻碍统一应对行为， 也不能忽略这种差异而直接

强制采取一致性措施， 基于有效的风险感知差异管

控基础上的协同行为才是更合理的风险应对逻辑。
笔者将深入探析人们对公共危机风险感知差异的具

体形态、 形成缘由和对协同应对的阻碍， 并在此基

础上寻求管控风险感知差异的有效措施。

　 　 一、 公共危机风险感知差异的
多重表征

　 　 风险感知差异是指人们对风险的知觉和感受

各不相同， 比如当风险出现时， 有人很快察觉到

风险， 有人却反应迟钝； 有人认为风险很严重，
有人却轻描淡写。 可从风险识别、 风险解释和风

险评价 ３ 个维度分析人们的风险感知差异。
（一） 公共危机风险的识别差异

风险识别差异是人们在风险发现、 辨认和描

述中所呈现出的差别［２］９２， 表现为风险察觉的速

度快慢、 风险辨认的准确性高低以及风险描述的

个性化色彩。 以新冠疫情危机风险为例， 医生很

快识别出新冠病毒不同于以往的 ＳＡＲＳ 病毒； 在

风险辨认的准确性上， 大多数美国人把新冠疫情

与流行病混为一谈， 对新冠疫情风险出现严重误

认； 对新冠疫情风险的描述， 大多数国家都用新

冠疫情来描述， 在美国它被描述为 “大号流行

病”。 相关研究也表明， 专家和有经验者对风险

的识别与普通公众有很大区别［３］， 如长期在医

院传染科工作的人员能够更加敏锐地确定流行病

的发生， 经历过 ＳＡＲＳ 的人群能够更加迅速识别

新冠感染和普通流感的区别。
（二） 公共危机风险的解释差异

风险解释差异是对风险来源、 风险构成和风

险演变等进行分析时， 人们在思维方式和形成结

论方面的差异。 政府和专家的风险解析差异主要

体现在其分析风险时的切入点、 思维模式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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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等层面［３］。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直接风险

是病毒传播、 感染生病和重症死亡， 间接风险是

社会经济生活受到冲击和政府公信力受到威胁。
政府的风险解析主要针对在社会经济运作和可持

续发展等方面的风险， 专家则一般会从直接风险

的层面对风险进行解读。 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

对风险解析的差异体现在对风险事件的可能性和

后果上持不同观点［４］１７５。 专业人士对新冠病毒风

险的解析是根据病毒序列、 传播模型、 治疗挫折

来分析病毒特征和风险后果； 非专业人士则根据

新闻报道中的死亡病例、 政策措施、 个人经验来

解析病毒风险。
（三） 公共危机风险的评价差异

风险的评价差异是指人们在风险等级的主观

评定和判断是否容忍或接受上的差异［２］１０４。 风险

评价存在客观和主观两种形态， 与客观评价相

比， 主观评价因受个体知识和经验的影响而呈现

较大差异。 有关核能风险感知的研究发现， 专家

和民众对核能源的风险评价有很大差别， 普通民

众对核能源的风险评价为不可容忍， 专家则认为

核能源工厂建设在居民区附近是安全、 正常和可

接受的［５］。 对自然灾害的主观评价还呈现出距

离效应， 如处在地震带上的民众对震级的评价较

距离地震带远的居民准确； 人们对流行疾病的评

价存在地区差异， 相较于越南和印度， 美国居民

对流行病毒的容忍度较高。 此外， 研究者还发

现， 戏剧性的死亡如事故、 谋杀和癌症等， 其风

险会被大大高估； 非戏剧性的死亡方式如哮喘、
糖尿病等， 其风险会被低估［６］。

　 　 二、 公共危机风险感知差异的
多维归因

　 　 （一） 主体角色身份的过滤作用

个体的角色身份包括显性的国别、 种族、 职

业等赋予的身份， 以及内隐的文化和心理赋予的

身份。 不同个体对公共危机的风险感知存在差

异， 部分源于角色身份对危机事件和风险的过滤

作用。 一项有关中美两国民众风险感知的研究表

明， 风险不确定性对中国民众的风险感知有显著

影响， 但对美国民众的影响不显著［７］。 以新冠

肺炎疫情为例分析， 相比医疗技术先进的国家，

医疗技术落后的国家及其民众对疫情风险感知更

为强烈； 与资本主义利润主导型国家相比， 视人

民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的国家感受更大疫情风险；
与政府职能低效的国家相比， 政府职能高效的国

家及其民众将感受更低的疫情风险。 主体的职业

角色对风险感知有重要影响。 在凯茨有关洪灾认

知的研究中， 研究者发现洪泛区居民与专家对于

洪水是否会再次发生的预测不同， 专家不会从根

本上否定洪灾在相同地点再一次发生的可能性，
而居民中的一部分则认为他们将来不会遭遇洪

灾［２］１２６。 专家和居民的这种风险感知差异事实上

体现了专业知识和个人经验的差异， 这是由专家

和居民的职业角色决定的。
主体的文化角色对风险感知亦有明显过滤作

用。 有学者提出风险感知的文化理论， 认为按文

化类型可区分出 ４ 种人群， 即平均主义者、 个人

主义者、 等级主义者和宿命论主义者， 研究发现

这 ４ 类人群选择关注的风险类型存在很大差

异［８］。 主体的心理角色涉及不同个人经验、 情

绪特质等， 个人经验会对风险感知产生影响。 调

查显示， 比起不吸烟的同学， 青少年吸烟者对上

瘾风险的了解程度更低［９］。 还有研究显示， 经

历过严重药物不良反应体验的患者较其他患者更

多地认为某种药物会导致不良反应［１０］。 情绪特

质被认为是影响风险感知的重要影响因子［１１］，
有关核能源的风险感知的定量研究发现， 情绪因

子是人在风险感知过程中影响最为重要的因子之

一， 愤怒较恐惧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大［１２］； 与低

特质焦虑人群相比， 高特质焦虑在大多数的情境

下更倾向于将环境知觉为威胁性情境［１３］， 高焦

虑人群对威胁相关刺激表现出更强的注意偏向模

式［１４］， 即对风险的感知较为敏感。
（二） 风险信息的管控作用

１． 政府对风险信息的发布。 政府对于风险

事件的操作往往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的， 对

风险事件的处理要考虑社会稳定， 可能会让民众

感到信息不透明、 不公开。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分析， 疫情开始初期民众对病毒传播情况没有确

切了解， 认为自己感染上新冠病毒肺炎的可能性

较低［１５］， 而政府此时已经了解到疫情的严重性，
但是出于某些原因无法公布完整信息， 这就导致

民众对疫情的风险感知强度远低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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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对风险信息的扭曲。 媒介环境包括新闻

媒体， 社会公共组织、 社会群体中的舆论领袖，
同行或亲友间的人际网络等。 危机信息在传播过

程中会被 “调控” 的媒介环境处理， 媒介环境

通过偏向性信息选择、 信息传播变异、 标签化歧

视等影响受众的风险感知并促进风险感知的分

化。 现代媒体在信息传播中为了更高点击率， 通

常会采取标签化策略。 比如， 媒体对切尔诺贝利

核泄露事件的传播就采取了标签化策略， 尽管科

学家一再表明切尔诺贝利附近并不恐怖， 在相邻

区域生活对人体也毫无危害， 但媒体仍大肆散布

核辐射和核泄露的恐怖， 并最终将切尔诺贝利标

记为恐怖之地， 以致切尔诺贝利至今为人所惧

怕。 媒体传播中的标签化有正向和负向， 但对危

机事件的信息传播多是负向标签化， 体现了刻板

印象和歧视态度。 对危机事件的标签化歧视加深

了涉事主体的风险感知并弱化了其他群体的风险

感知。
３． 对待风险信息的态度。 研究显示， 当个

体认为危机属于可控制、 可观测、 已知的， 此时

感知的风险最小； 当个体认为危机类型属于不可

控的、 无法观测的、 致命的， 此时感知的风险最

大［４］８。 如对比交通事故， 个体对新冠病毒的风

险感知强。 以往研究普遍认为， 个体感知风险的

大小与死亡频率显著相关， 不过研究表明专业人

士的表现和普通民众有所不同， 专业人士认为核

能风险等级最高， 但核能造成的死亡人数却是

最少［１６］。
（三） 信息获取的分渠作用

不同主体往往从不同渠道获取风险信息， 并

直接影响风险感知。 一般来说， 政府的风险信息

获取是下层机关层层向上级报送， 其中可能会存

在谎报、 漏报、 信息遗失等问题， 导致政府上层

获取信息的真实性降低。 社会层面的风险信息获

取是来自各大媒体， 个人的信息获取不仅依赖大

众媒体， 也有周边朋友圈的交流互动。 一般来

说， 官方媒体出于政策引导和治理需求倾向正面

报道危机事件， 而非官方媒体基于大众负向注意

偏向心理偏于负面报道危机事件； 本国媒体出于

关照国家形象倾向正面报道本国境内的危机事

件， 而他国媒体想要贬损该国倾向负面报道该国

境内危机事件。 由于不同媒体在危机事件报道中

存在不同信息选择偏好， 导致不同媒体的受众对

同一危机事件的风险感知也存在差异。 同时， 信

息在传播中会发生变异。 信息传播理论表明， 信

息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变异， 信息变异的程

度随传播数的增加而升高。 所以， 在信息传播

中， 同样的信息最先接受的人和最后接受的人所

获取的内容往往大相径庭， 危机信息的传播亦是

这样。 如在日本核辐射事件引起的中国 “谣盐”
风波中， 个体通过在场知情者获悉核辐射事件，
然后该个体经验判断核泄露会污染盐， 并将核泄

露对盐产生污染这想法传播出去， 非专业媒体和

人机网络对此信息进行扩散， 再加上一些群众的

带头行为， 便发生了抢盐潮。

　 　 三、 公共危机风险感知差异对
协同应对行为的影响

　 　 公共危机被认为是对全社会整体应对能力的

考验， 良好的公共危机管控需要全社会共同参

与， 大量实证研究亦显示公共危机需要社会协同

应对才能最终得到有效管控。 协同应对是指面临

公共危机时社会活动主体共同参与、 相互协作的

情形。 尽管面临公共危机时人们的风险感知差异

是必然和客观存在的， 而且这种差异也能均衡人

们的应急情绪和提供多样化应对方式， 但整体上

人们的风险感知差异会阻碍协同应对行为。
（一） 公共危机风险感知差异削弱协同倾向

公共危机的风险越大， 越要求高强度的协同

应对。 能够产生领导力和向心力的稳固支柱是协

同应对强度的 “恒温器”， 其他社会主体协同一

致和各尽所能形成的相互增强是协同应对强度的

“热水器”。 但是， 社会主体的风险感知差异会

浸蚀围绕支柱的向心力， 消解各尽所能所形成的

相互增强效应。 就我国防控新冠疫情来说， 政府

在统筹各种力量协同抗疫上发挥了核心领导和稳

固支柱作用， 每个社会成员防疫力量相互增强，
最终巩固和提升协同防疫应对的整体强度， 有效

遏制了疫情蔓延。 正是因为和民众有相近的风险

感知， 政府强有力地领导了这场抗疫行动， 民众

也因为和政府有相近的风险感知， 所以拥戴政府

倡议并积极配合政府行动， 使政府成为抗疫的稳

固支柱； 民众间因为有相近的风险感知， 所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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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行为高度一致并相互增强。
（二） 公共危机风险感知差异滞缓快速应对

社会主体对公共危机的风险感知存在较大差

异时， 将倾向产生不同的风险决策， 主体间的协

同应对倾向降低， 直接影响整体的协同应对决

定。 就我国抗疫来看， 疫情发生早期公众对疫情

风险的感知存在较大差异， 对政府管控措施态度

不一， 但公众的疫情风险感知很快趋于统一， 大

部分人都做出了配合政府要求决定， 按规定待在

自己家中， 各种社会组织也开始联合起来支援疫

情严重地区。 从历史来看， 中国人深知要共同应

对公共危机需要大家有比较接近的风险感知。 以

抗日战争为例， 初期国民党政府认为政权统治风

险来自共产党， 提出 “攘外必先安内”， 但当日

本全面侵华时， 国共两党对国家危机的风险感知

趋于一致， 最终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总而

言之， 面对公共危机时如果大家的风险感知趋于

一致， 越容易果断地做出协同应对决定， 而风险

感知差异越大， 越不容易做出协同应对决定， 在

做决定时越容易犹豫不决。
（三） 公共危机风险感知差异损害持续投入

公共危机爆发后， 如何快速地启动并顺利地

推进协同应对对解决公共危机至关重要。 协同行

为的联合意图理论关注团队的联合心智状态， 如

共同信念、 联合目标、 联合意图， 该理论认为为

了在一个团队中实现有效协作， 需要在团队所有

成员间建立联合目标［１７］。 风险感知的接近有助

于形成共同的联合目标， 从而达到相近的心理预

期和行为默契， 能够更快速有效地启动协同应对

行为， 而风险感知的悬殊将破坏联合目标、 迟滞

共同心理预期的形成并破坏行为默契， 从而滞缓

协同应对行为。 公共危机的协同应对启动后， 需

要从一地拓展至另一地， 从局部扩展到整体。 如

果人们对危机的风险感知整体接近和相似， 从而

具备相似的 “心理地形” 和行为空间， 那么协

同应对行为很容易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 从局部

拓展至整体。 相反， 如果人们对危机的风险感知

差异悬殊， 那么协同应对行为在拓展中将面临各

种 “心理悬崖”， 阻碍整体协同应对态势的形

成。 此外， 公共危机是动态变化的， 风险感知差

异也会随之变化， 先前的风险感知差异状态无疑

对后续的风险感知差异变化具有一定校准作用，

意味着先前相近的风险感知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能

校正后面出现的风险感知差异， 从而继续推进基

于风险感知相似的协同应对行为。 如果先前的风

险感知差异不大， 那么后期差异管控就较容易，
如果先前的风险感知差异大， 那么后期的差异管

控就相对较难。 例如， 此次新冠疫情， 我国政府

和民众之间对风险感知的差异小， 因此后期实施

疫情管控措施阻碍小， 而欧美国家政府间及政府

和民众间风险感知差异大， 导致后期实施管控措

施阻碍大， 难以控制疫情传播， 也不利于建立稳

定的常态化机制。

　 　 四、 管控公共危机风险感知差异，
促进危机协同应对

　 　 人类社会在繁荣进步的同时也面临越来越多

的危机， 许多危机呈现明显的整体性和全球化特

点［１８］， 并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或者极为突然的方

式涌现［１９］， 危机管控亟需社会整体甚至全球协

同应对。 在日常生活中， 不同个体会被鼓励去获

得不同的生命感知， 但是面对公共危机却需要大

家形成接近和相似的风险感知， 以促进对危机的

协同应对。 从目前来看， 对危机的风险感知差异

明显阻碍了危机的协同应对， 因此需要管控公共

危机的风险感知差异， 实现公共危机的有效协同

治理［２０］。
（一） 寻求风险感知的深层一致作为协同

应对基础

人类社会尽管存在多种多样的制度、 文化和

风俗习惯， 但在基本需要和核心价值取向上仍存

在很多共识。 管控人类社会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模

式差异， 需要透过纷繁多样的表面差异寻求深层

一致， 以发展出基于深层一致的协同应对模式。
同样面对一场公共危机， 不同人的风险感知千差

万别， 但这些差异有许多是直觉和表面上的， 需

要在更深的层面获得感知的相似和接近。 就新冠

疫情危机来说， 其风险包括传播、 感染、 死亡、
恐慌、 经济停顿、 自由受限、 失业率上升等等，
尽管西方人对自由受限风险高度敏感， 政府忧虑

经济停顿， 但在世界范围内， 在世界卫生组织等

国际组织看来， 新冠疫情带给世界各国最根本的

风险是生命健康受到威胁， 世界各国和人民就生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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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健康风险的感知是基本趋同的， 大家围绕新冠

疫情带来生命健康威胁能够找到许多共同话题，
也能就如何抗疫形成多数共识， 并在一定程度上

形成协同抗疫局面。 从哲学上讲， 差异虽然意指

不同、 分歧， 但也意味着多样和可能的互补。 对

危机的风险感知差异的确会阻碍最初协同应对行

为的发起， 但是这种差异如果进行恰当转化仍可

成为协同应对的宝贵资源， 如商业危机中商业主

体的风险感知差异， 由于商业主体都有一个共同

的目标———获得利润， 对其进行恰当的转化， 能

够促进商业主体后期协同应对危机。 在风险感知

的多元差异中， 风险的解析差异意味着社会主体

不同的切入点和思维模式， 可由此生成多样化的

风险应对智慧， 如果将这种差异植入总体的协同

应对之下， 即在总体协同应对下允许局部应对多

样化， 这无疑会极大增强协同应对的实际效能。
（二） 针对风险感知求同存异以最大化协同

应对阵容

社会主体针对危机的风险感知差异客观存

在， 这些差异无法完全消除但可以缩小。 事实

上， 只要存在一些共同的风险感知， 就可以形成

对危机的协同应对， 重点在于有无协同的主导力

量。 风险感知的相似或趋同的确可以提升协同应

对的强度， 但也可能会限制参与协同应对的社会

主体， 如果能够针对风险感知求同存异， 就可以

大量吸纳参与协同的力量。 事实上大量公共危机

的协同应对， 几乎都是基于求同存异的原则发展

起来的， 因为要真正做到整体风险感知趋同很

难， 即使能做到也无法等到风险感知整体趋同时

才采取协同应对方式。 不过， 风险感知的求同存

异要有效发挥协同应对功能， 还需要考虑两点：
（１） 所允许存在的风险感知差异不能是对抗性

的差异， 否则即使存在共性的风险感知， 也很难

形成协同应对。 （２） 所求同的风险感知很多时

候无法单独激活各社会主体的协同应对， 需要从

其他方面寻求更多共性力量， 如在协同理论视角

下进行更加有效地用户信息需求分析、 应急信息

挖掘、 各服务主体协作及应急信息服务模式， 构

建应急处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２１］。
（三） 吸取先前风险感知经验加速协同应对

决策

公共危机是动态变化的， 社会主体也不是固

定不变的， 因此对危机的风险感知亦处于不断变

化之中， 不同主体风险感知差异亦会随之变化，
存在社会主体风险感知差异相对最小的时机。 社

会主体对公共危机的感知不仅受到当前危机状态

的影响， 也受到先前危机经验的影响。 一般来

说， 先前具有风险感知经验的主体面对新一轮社

会风险时会更快做出应对决策。 协同行为的联合

责任理论提到， 团队应该承诺维护当前的联合目

标， 当出现感知或行动差异时， 团队成员不再维

护已有的联合行动， 但其有责任告知团队中其他

成员以确保整个团队对当前状态改变的认知。 这

使得团队可以对联合行动进行重新评估和确立，
确保了协同行为的一致性［２２］。 对社会主体来说，
不但要随时监控危机进程， 也要监控彼此关于危

机风险感知的差异变化情况， 在既有经历的基础

上吸取协同经验， 并尽量在彼此风险感知差异接

近时加速对危机的协同应对进程。 由于媒介环境

对社会主体的风险感知具有重要调节作用， 因此

在公共危机爆发时， 应适当管控媒体舆论， 引导

公众风险感知趋近， 有利于加速协同应对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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